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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修部分单元五：宗教传播与文化交流

引　言

课程发展议会与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联合编订了《中国历史课程及评估指引（中四至中六）》（2007），课程选修部分的六个单元为历史专题，以增加学生对中国文化不同层面的认识。

为支援教师对高中中国历史选修单元五：「宗教传播与文化交流」的教学，教育局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组与中文大学历史系合作，编订了本支援教材。本教材套分为四大部分：「道教」、「佛教」、「伊斯兰教」及「基督宗教」，涵盖这四大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。

本教材套版权由教育局及中文大学历史系共同拥有。部分历史图片获李杰泉博士及黄浩潮先生授权使用，本局谨此致谢。任何人士不得翻印以作商业用途。若对教材提出意见和建议，请致函：
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13号胡忠大厦13楼1319室
教育局课程发展处
总课程发展主任（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）
或
传真：2573 5299 / 2575 4318
电邮：ccdopshe@edb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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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宗教总是和人生经历的最重要时刻相伴。它庆祝人们出生，宣布人们步入成年，承认人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。」（米歇尔‧基恩着；张兴明译，《信仰的疆国－漫谈世界宗教》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4年，页2） 正因如此，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，宗教是不可或缺的出发点。
本单元讨论道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发展，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文化影响。
道教的建立，是在东汉末年政治动荡，经济衰败的时期。张道陵创立道教，以神仙方术，禳灾辟祸，符水治病等方法召收徒众。此时的道教便已具备了教会组织、教规和教仪；而当时参加者主要是地方下层民众。但道教的组织往往与政治相结合，成为领导者割据地方的军事力量。如张角的太平道，和张鲁的五斗米道皆利用其教会组织割据地方。因此，三国及西晋的统治者，对道教多采取限制的政策。如曹操以「聚而禁之」的方式，对待「方士」。所以在东晋以前，士大夫信奉道教的并不多。到东晋时，先有葛洪重整道教的理论体系，提出以神仙方药，养生延年，禳灾辟祸，以求得现世之乐，为修道的目的。但修道必先修德行，要以儒家忠孝和顺，仁义为本。所以，葛洪是以外儒内道的方式，重整道教。随后，北魏的寇谦之对道教提出全面的改革，反对三张（张陵、张衡、张鲁）向信众收取「租米钱税」，「男女合气之术」，及父死子继的承袭方法。寇谦之吸取佛教的各种戒律和轮回思想，又借用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，以重整道教组织。寇谦之首先博取帝皇与士族的崇信，并借助政治力量，使其改革道教的主张，在上层贵族与士大夫间得以传播；而道教亦日渐适应士大夫的需要。其后的陶弘景、王远之等道教重要领袖，都是先取信于统治者，再借政治力量以传教。
排佛论中的民族主义和排外的特质也应关注，这些特点在公元四世纪初的化胡说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并在公元四、五世纪的道教人士的反佛言论中，得到清楚的反映。魏晋时期，正是中国受胡族入侵，面对民族危机的时期，在此背景下，较容易理解何以早期资料中，印度人被视为柔弱而友好的民族；但在魏晋时期，则被视为无义无礼，与禽兽无异之徒。面对排佛论者的「化胡说」，佛教徒中亦出现不少「疑伪经」提出护教的言论，努力调和儒、道、佛三教。其中最主要的主题是指称中国古代圣人不过是佛的化身或菩萨，他们都是以完成救度众生为目的。其次，大乘佛教的《维摩诘经》的翻译及在中国的传播，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维摩诘以在家居士的身份，入世修行，普渡众生的方式，调和了出家有违儒家孝道的冲突，因而对中国士大夫极具吸引力。北朝时期，佛教的发展已达于社会的各阶层时，僧权与王权的关系，亦引起上层社会的关注。反对僧权的士大夫提出种种攻击；而已接受佛教的知识阶层，亦提出各种反驳。上层士大夫间的冲突，甚至演变为维护国家王权的灭佛行动。
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后，经魏晋南北朝期间的中外僧人的弘扬和统治阶层的提倡，而成为中国的重要宗教之一。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初，即与中国传统文化处于相互对抗，而又互相融合的过程。在初期，外国僧人在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中，起着关键的作用。如来自西域的僧人佛图澄，以咒术神通，取信于后赵君主石勒、石虎父子，被奉为「神僧」，而得以利用国家的政府权力，传扬佛法。后来，随着汉族出家为僧者的增加，中国本土的高僧相继出现，并在中国的佛教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如释道安（佛图澄的弟子），释慧远、释慧持（释道安的弟子），支遁等，皆来自士大夫阶层；他们既熟读儒家经籍，对三玄（老、庄、易）之学，亦十分熟稔；由于来自士大夫家庭，故能参与来自高门大族的士人的清谈聚会，利用儒家与老庄之学，解释佛教教义。因此，魏晋时期佛教在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传播，主要是依赖这些来自中国本土，出生于士大夫阶层的高僧。然而，佛教的发展，面对着中国其他宗教的竞争，引发了不少争论，特别是与道教的冲突最为突出。其次，有部分统治者，亦从国家财政利益出发，对佛教的发展作出种种限制，如北周武帝，尝试使儒、佛、道「三教齐一」的尝试失败后，甚至实施禁佛、道二教的政策。在北周的灭佛，而隋朝则反北周政权，提倡佛教，以收纳信仰佛教的民众，支持杨氏建立的新政权；而佛教在国家的提倡下，亦得以复兴。在唐朝，佛教面对国家大一统的权力，虽得以蓬勃的发展，并达至其发展的高峰，但却要面对国家权力（王权）的各种限制。
唐代立国之初，唐高祖及太宗皆曾作出各种崇佛的举措，如建佛寺、渡僧侣和开法会等。然而，他们都不是放任佛教自由发展，而是要将佛教置于国家王权的控制之下。如唐高祖曾颁诏书裁汰佛道二教中不称职的僧、尼、道士、女冠，限制全国寺观的数目等。此诏令颁发后一月，发生玄武门之变，高祖退位，太宗摄政，颁令大赦天下。刚接掌国家权力的李世民，为收拢人心，以免引起佛、道二教信徒的不满，而撤裁汰佛道二教的政策。但太宗并没有放弃整顿佛教，将其置于国家王法之下。一方面颁令要求佛教僧众遵行「佛遗教经」，由地方官员进行监督，不许僧尼购置田宅，积蓄财产，从事医卜星相，攀结权贵，参与世俗事务。另一方面，在重视门第家声的贵族社会风气下，李世民为达到提高李氏一族地位的政治目的，自称是出自陇西李氏，认道教李聃为祖先，并颁令「道士女冠，可在僧尼之前。」同时，太宗又要求僧尼道士，致拜父母，强调儒家孝道是不能紊乱的礼仪。唐玄宗时期，面对高宗、武后时期，大量造寺、造佛，出现滥官、滥僧的情况。无论是颁行三教御注经籍，建开元寺、观，在开元寺观配置皇帝真身，进行皇帝诞辰庆祝仪式，及各种禁令，仍是一贯强调王权高于教权的政策。
由此可见，唐初儒、释、道三教在天下一统的国家政治权力之下，必须作出各种调适，以换取发展的空间。可以看到，民间佛教调和儒教的观念，融合中国文化中根深缔固的孝道观念，宣扬为父母作福、造经、烧香、请佛、礼拜、供养三宝，亦是报答父母的孝行。此时期佛教的发展，亦由北魏着重了解释迦在现世修行的佛教，转而为唐高宗、武后时期的着重导引众生到往生净土的阿弥陀佛。此时期佛教净土宗的流行，正是回应着中国本土民众对如何超脱生死，获得救赎的关注，亦是佛教本土化的一种表现。
隋唐时期，佛教与民间社会生活的关系亦应注意。佛寺是僧人诵经清修的场所，故多建于环境清幽，风景秀丽之地。因此吸引不少文人墨学，作为游憩之所。由于寺院环境幽静，具规模的寺院，不但房舍较多，而且藏书丰富，适宜士子读书、研修。所以许多寺院成为民间的学宛。初期，主要是士子寄居寺中，习业授徒；后来，经济能力较好的寺院，更创办由寺院直接管理的寺学。因此，隋唐时期，佛教寺院孕育了不少中国名学者。寺院建于山林深处，僧众及士子埋首研经，必须提起精神，因而少不了品茗提神。所以，佛教对中国人饮茶的文化发展，实有着重大的影响。
其次，佛教各宗派汉译经典，文字晦涩，经义深奥，并非一般民众可以理解。为便于传扬佛教，争取广大信众。佛教僧人于是因应民间现实的需要，依据其对佛教经典的理解，将佛经改写成文字浅白易懂，内容扼要，篇幅简短的经文。这类经文若从佛教文献的角度而言，当然并不具备经典的地位，甚至被视为「伪经」。然而，由于这类「伪经」是因应民间现实需要而编写的，故亦最能反映民间佛教信仰的情况。为达到吸收信众，这类经文亦最能吸纳中国民间文化，与佛教教义调和融合，为佛教本土化，发挥重大的作用。
再者，念诵和抄写经文，是信仰佛教者修种福田，积累功德的方法。为便于念诵和抄写，信徒多选用篇幅较短，内容扼要的经文。以致这类经书，得以民间广泛流传。如敦煌出土的经卷，便发现大量此类经书。发愿抄经或刻造佛像，需雇请专门者为之，因而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，出现了抄经体，造就了不少法家名家；刻造佛像，更使中国雕刻艺术与佛教的发展，结下不解之缘。
唐初为佛教发展的高峰期，佛教信仰修种福田的教义，使僧众与信徒投身于民间社会福利事业，令佛教对社会各阶层发生直接的影响，使佛教信仰与民众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。佛教寺院藉着节庆，举办俗讲、民间杂戏和佛教变相活动，向民众宣传佛教；而民众聚集观赏，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娱乐。
公元六、七世纪间，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，公元630年，穆罕默德兵不刃血占领麦加，建立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，规定「念」、「礼」、「斋」、「课」、「朝」等「五功」，成为人类历史上不容忽视的宗教力量。公元七世纪中叶，伊斯兰教的倭马亚王朝（Umayyad，即「白衣大食」，661-750）开始与唐朝接触，公元751年，唐朝军队在怛罗斯战役中败绩，从此中亚地区的霸权落入阿拔斯王朝（Abbasid，即「黑衣大食」，750-1258）手中。元朝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黄金时期，元朝历代君主，对于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，出身阿拉伯而担任高级官员的，所在多有。
历唐、宋、元、明时期，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贸易均十分频繁，从波斯湾到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，长期以来由伊斯兰及中国商人包办，他们顺着季候风及海流，驾驶帆船，经历时间长、风险高的旅程，往返于两大文明之间。中国的广州、泉州，都是伊斯兰商人云集之所，即使内陆地区的长安，也到处流传「波斯胡」的神秘故事。南宋末年的阿拉伯商人家族蒲氏，更是泉州地区的主要商业、军事、社会力量。明朝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，简单来说其实就是明朝与伊斯兰世界的大型外交、贸易活动，因为郑和足迹所至，例如东南亚、印度沿岸、中东、东非，都是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。
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互动，主要表现于天文学、医学等方面。元朝的天文学知识及科研队伍，主要来自伊斯兰世界。即使在明朝，伊斯兰天文学知识仍然为明朝政府所倚重。伊斯兰文化中的医学知识，也是元、明时期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基督宗教本属中东地区犹太民族的宗教，曾经遭到罗马帝国政府的镇压。但是，在公元四世纪，罗马皇帝康士坦丁宣称获得基督保佑而打胜仗，从此基督宗教不再是罗马帝国眼中的异端邪说，至公元391年，基督宗教更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，一切其他宗教，反而成为罗马帝国因基督之名打压的对象。此后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内，基督宗教主导了欧洲地区的宗教、政治、文化。至十六世纪初，以马丁路德为首的改革运动，使基督宗教分裂为天主教与新教两大派，欧洲国家也分裂为天主教与新教两大阵营。
率先传入中国的基督宗教，是由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里琉斯（Nestorius，386-451）创办的「景教」（Nestorianism），景教被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（君士坦丁堡）教廷斥为异端，因此不容于欧洲，却流行于中东地区，于公元七世纪传入唐朝。此后，在十三世纪末、十四世纪初，基督宗教方济各会士蒙高维诺（Giovanni da Montecorvino，1247-1328）也来到元朝中国传教。自十五世纪开始，欧洲国家锐意进行海外探险、殖民运动。葡萄牙对于东半球的拓殖、西班牙对于西半球的拓殖，固然使基督宗教弘扬四海，但也使基督宗教与欧洲国家充满血腥的奴隶贸易、殖民、侵略运动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
从十六世纪明朝至十八世纪清朝期间，耶稣会是在华基督宗教的主要教派，利玛窦等耶稣会士，以中国知识精英为主要传教对象，力图调和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矛盾。但由于耶稣会在罗马教廷内部的政治角力中失势，1715年，罗马教皇发出禁令，禁止中国基督宗教徒祭孔、祭祖，并且将此禁令知会康熙皇帝，康熙皇帝因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，作为报复。十九世纪末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于清朝的殖民侵略日益猖獗，中国民间对于基督宗教的反感日益高涨，慈禧太后利用这种仇外情绪，纵容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人员及中外基督宗教人士，最终以八国联军入京的悲剧收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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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重心：汉魏道教的理论和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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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后汉书‧皇甫嵩传》中对黄巾领袖张角有如下描述：
	「起初，巨鹿人张角自称『大贤良师』，信奉黄老学说，收养弟子，用跪拜磕头思过和画符喷咒水来治病，患者迫能治愈，老百姓相信而归附他。张角于是派遣八名弟子，出使各地，用太平道教育感化百姓。转而老百姓互相传播使人受骗迷惑。十多年之内，聚集了几十万徒众，连结州郡，凡青州、徐州、幽州、冀州、荆州、扬州、兖州、豫州八州的百姓，没有不响应的。于是部署道徒为三十六『方』。『方』犹如将军的称呼。大方有一万多人，小方有六七千人，各自立了头目。诈称：『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』在首都官署门和各州郡府署门上，用白土涂写的都是『甲子』字样。」


资料来源：章惠康、易孟醇编：《后汉书今注今译》（长沙：岳麓书社，1998年），页189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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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国志》卷八〈魏书八〉，记张鲁生平如下：
	「张鲁字公祺，沛国丰县人。祖父张陵，客居蜀中，在鹄鸣山中学道，编造道书迷惑百姓，跟随他学道的人必须交纳五斗米，所以当时人称『米贼』。张陵死后，他的儿子张衡继承了父亲的遗业。张衡死，他的儿子张鲁也继续奉行其道。益州牧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，命他和别部司马张修一起带兵攻打汉中太守苏固，张鲁借机袭杀张修，夺取了他的兵马。刺史刘焉死，其子刘璋继立，因为张鲁不顺从他，便将张鲁母亲一家尽数杀掉。张鲁于是占据汉中，用鬼道教化百姓，自称为『师君』。那些来学道的人，开始时都被称为『鬼卒』，受道以后笃信教义者，称为『祭酒』。每个祭酒各自统领一支部队，拥有兵马最多的，称治头大祭酒。张鲁教导人们要诚实讲信用，不要欺诈，有了缺点、错误，要自我反省和检讨，该教的宗旨大致与黄巾军相似。各位祭酒都负责修建义舍，就像今天路旁的驿亭和驿站一样，又置买义米、义肉挂在义舍中，行路人视自己肚量大小吃饱为止；如果吃得太多，鬼神往往让他生病。教民犯法，前三次可以原谅，再犯就将接受刑罚 。不设置长官，一切都由祭酒来管理。百姓都觉得简便而乐意接受。张鲁等人雄踞巴山、汉宁一带近三十年。」


资料来源：戴逸主编：《三国志全译》（贵州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页36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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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晋灭亡，东晋在建康建立政权之际，道教的重要创立人之一的葛洪，正从事道教重要经典《抱朴子》的著作，尝试建立其道教神仙理论体系葛洪。他在《抱朴子外篇‧自叙篇》中指出：
	「其〈内篇〉言神仙、方药、鬼怪、变化、养生、延年、禳邪、却祸之事，属道家；其〈外篇〉言人间得失，世事臧否，属儒家。」


资料来源：陈飞龙注译：《抱朴子外篇今注今译》（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2002年），页89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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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《抱朴子内篇‧对俗篇》：「合乎人性的作法，应该是口食甘旨的食物，身穿轻暖的衣服，通于阴阳的理则，安处在官位的伦常秩序上，耳聪目明，筋骨坚强，面色和悦，年纪虽大而不衰老，命寿延长，长生不老，出处进退，任由他的意志，寒温风湿能伤害他的身体，也不为鬼神精灵所害，五兵百毒不能袭侵于他，不为忧愁、喜悦、毁谤、赞誉所牵累，这才是人之常情所珍贵的。如果遗弃妻子儿女，独自身处深山水涯，长久的断绝人性、天理，孤独的与木石为邻，那是没有甚么好值得赞美的……实际的说，追求长生不死的目的，正是今人所想要的，原本就不需要汲汲于飞升天上，不必以为飞升之境胜于人间。」


资料来源：陈飞龙注译：《抱朴子内篇今注今译》（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2001年），页111-11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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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抱朴子内篇‧对俗篇》中，葛洪认为应依以下的方式进行修道：
	「立功是行道最上等的行为，而去除自己的过错是其次的事。一个行道的人，以救助别人的危难，使人免于灾祸，医护别人的疾病，使他不会枉死，这是最上等的功德。想要追求仙道的人，必须要以忠孝和顺仁信的道理作为处世的根本，如果不修习个人的德性，只徒求方术技巧的练习，那么就无法得到长生不死的效果。」


资料来源：陈飞龙注译：《抱朴子内篇今注今译》（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2001年），页11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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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「中国古代有一种相当特别的观念，就是相信各种事物之间，尽管是不同的类与类之间的事物，互相感应是存在的，不仅是天与人的互相感应。」


参考：葛兆光：〈追求永生和幸福：古代中国的道教〉，收入氏着：《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十讲》（香港：商务印书馆，2003年），页14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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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「古人相信，金属类的物资比起易腐的草木类物质具有更永久的性质，其中尤其是黄金，古人认为它不仅价值高，而且不怕火炼、不易腐蚀。」


参考：葛兆光：〈追求永生和幸福：古代中国的道教〉，收入氏着：《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十讲》（香港：商务印书馆，2003年），页148。
[image: image13.jpg]= UL




《三国志》卷二九〈华佗传〉（注）引曹植〈辩道论〉：
	「世有方士，吾王悉所招致，甘陵有甘始，庐江有左慈，阳城有郗俭。始能行气导引，慈晓房中之术，俭善辟谷，悉号三百岁，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，诚恐斯人之徒，挟奸宄以欺众，行妖隐以惑民，故聚而禁之也。岂复欲欢神仙于瀛洲，求安期于海岛，释金辂而履云舆，弃六骥而羡飞龙哉？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，咸以为调笑，不信之矣。」


引文大意：世间有方士，均被魏王所招致，例如甘陵有甘始，庐江有左慈，阳城有郗俭等等。他们均说懂得气功，晓房中术，行善辟谷，并自称有三百岁。其实魏国之所以聚集这些方士，只是恐怕他们在外面欺众惑民，因此把他们聚在一起，以便禁绝其教而已。魏国岂是意欲再在瀛洲找寻神仙；或在海岛祈求平安有；或御龙飞天？魏国自王、太子及我们几个兄弟，均对这些东西一笑置之，不足信也。
资料来源：戴逸主编：《三国志全译》（贵州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页118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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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唐长孺：「〔魏王〕聚集这些方士，未必完全为了防止他们『欺众惑民』，但仍是个重要原因，他当然记得近在目前的黄巾起义。」


参考：唐长孺：《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年），页21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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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「北魏太武拓跋焘时，有道士上谷人寇谦之，崇奉天师道（即五斗米道）。后来他制造了一套神话传说，说他自己在北魏神瑞二年（公元四一五年），在嵩山见到道教的第一代祖师爷太上老君，太上老君封他做『天师』。寇谦之宣称道教应该负起辅佐北方太平真君统治人民的责任来。这样，自然大大地受到北魏统治者的赏识。北魏宰相崔浩尊寇谦之为师，『拜事甚谨』。太武帝自此崇敬道教，至改年为太平真君（公元四二○年），太武帝还亲至道坛受符箓。从此以后，北魏诸帝初即位，都去道坛受符箓，成为故事。」


参考：王仲荦：《魏晋南北朝史》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0年），页797。
建议讨论问题：
阅读资料一，回答以下两问：
1. 张角以什么方法吸纳数十万信众？
2. 张角如何组织信众？其目的是什么？
阅读资料二，回答以下两问：
3. 据资料二所述，张道陵在四川学道、传道，传于子张衡、及于孙张鲁，五斗米道「雄据巴、汉垂三十年」。张氏三代以什么方法吸纳信众？
4. 张氏在四川地区建立的政权组织如何？政权与宗教信仰组织之间有什么关系？
阅读资料三、四、五，回答以下三问：
5. 根据葛洪的说法，道教对人间的欲念持什么态度？修道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
6. 你认为这种理论，对人是否具吸引力？请加以说明。
7. 葛洪的道教理论，与儒家的思想有没有相符合之处？又有没有相冲突的地方？请加以说明。
8. 资料六和七，反映了汉魏时代中国人的两种观念，这两种观念如何发展出道教徒希望以服食黄金（炼丹术）以追求长生不死的方法？
9. 阅读资料八、九，曹氏父子对道教抱持什么态度？目的为何？
10. 依据资料十，寇谦之对道教系统的解释，对北魏政权有何帮助？
导论








建议分析内容：





道教在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发展。





探讨问题建议：





道教如何在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期间发展起来？





探讨问题建议：道教如何在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期间发展起来？











[image: image17.jpg]




[image: image18.jpg]


